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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
———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李焕征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对新中国“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

“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

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

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

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

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

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

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

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

“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

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

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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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晚清以来，中国各政治团体和学术派别无不

在探索国家与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上费尽周章，只

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成功。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

共产党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应没

有多少争议。但是，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建设新中

国，特别是在农村发展的问题上，党的政策是怎样

的，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学界论述并不

充分，这就给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以可乘

之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不能以改革开放后３０

年否定改革开放前３０年，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３０

年否定改革开放后 ３０年，“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上，我们要有十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１］怎样才能

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前３０年应该怎

么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怎么看？弄

清楚新中国“十七年”的乡村传播实践就显得非常

关键。

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使新生政权在乡土扎

根，这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中国共

产党人除了要严厉打击试图颠覆新社会的反动力

量，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旧风俗、旧思想宣战。

而后者更加艰巨而复杂。为此，党的各级组织广泛

地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

运动。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场党领导下的文化

政治实践堪称为乡村传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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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十七年”乡村传播

与“移风易俗”

　　乡村传播与国家传播是相呼应的一对概念。

国家传播学所要研究的是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

传播现象、问题、挑战、战略及规律”的学术研究［２］，

由此出发，国家传播可分为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

国家对内传播（简称内传播）是国家传播研究的应

有之义。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乡村

传播自然是对内传播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下学术

界主要关心的是对外传播，即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对内传播经常被视为宣传、舆论、新闻传播技巧层

面的内容，并没有被提升到与国家传播对应的层次

进行研究。

回首新中国建立之初，当务之急还不是对外传

播的问题，而是让自己的国民了解国家的性质以及

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树立政府形象、巩固新生政

权。所以，毛泽东主席在１９４９年进北京前就提出决

不当第二个李自成，而是要继续革命的主张①。这

一艰巨任务当然需要人去执行，特别是在广大农

村，从新政权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把一支能打胜仗

的军队变成成功的宣传队、工作队；从农民的角度

来看，村里来了公家人，公家人让他明白了谁是好

人、谁是坏人，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一系列

理念和做法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技巧和智慧。中

国历史上许多短命政权恰恰失误在新政权立足未

稳的时候，而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关

头，推进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面对亿万没有文化

甚至不识字的农民，不是去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

而是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移风易俗”这一关键点，可

谓是牵住了牛鼻子。

“移风易俗”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新发明，其最

早的出处可以从《荀子·乐论》中找到：“乐者，圣人

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３］

据考证，在先秦文献中，“风俗”之义最早由

“风”字指称。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

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占了大部分篇幅，这一

部分共１６０篇，内容主要是民歌。由此可见，民风民

乐特别重要。

先秦文化典籍《礼记》有“观民风，修其教，不移

其俗”②的说法。又说：“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

问俗，入门而问讳。”③“礼从宜，使从俗”④［４］。但

是，古人强调“教民成礼”“化民成俗”，并不是指习

俗不应随时代移易及应变，而是强调教化的作用。

儒家关于文艺具有“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的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荀子·乐

论》、汉代《毛诗序》、魏晋时阮籍《乐论》以及嵇康

《声无哀乐论》等都对文艺的“移风易俗”作用有深

入的探讨。到晚清时期，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思

想家和维新政治家，进一步提出“移风易俗”和“革

除恶劣的旧习”主张。当时，他们除了办报刊宣传

新思想，也把矛头指向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妇

女缠足陋习。１８９８年，上海设立了天足会及不缠足

会，黄遵宪与徐仁铸、谭嗣同等人也在湖南创办“不

缠足会”和 “延年会”，提出“移风易俗，振兴国家”

的口号［５］。

中国共产党在“移风易俗”上的做法一开始就

与晚清以来的革新派不同，早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共产党人就在农村根据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

的斗争，并且“对一些流行的恶劣习俗进行了史无

前例的扫荡”［６］，试图从根本上清除旧民俗的影响。

但是直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我们所面对的仍是一

个广袤而凋敝的乡土社会和分散而“落后”的农民

大众［６］。如何将其塑造成新国家的主人，“移风易

俗”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综上可知，新中国建立之初，尽管还没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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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的时候，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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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参见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９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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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概念和理论，但在对内对外的传播上已经有

了国家传播的意识，为此，把国家传播与“移风易

俗”联系起来，可以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那么，为什么把“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看做当

时国家传播的一种典范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

国还没有自己的电视业，电影是最先进的视听传

媒，以其作为国家传播的工具是顺理成章的。至于

为何农村题材电影大行其道并成为“十七年”国家

传播的重要载体？除了新中国所建立的遍布全国

的电影放映队，更因为农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孟

繁华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对中国早期农

村题材文学、戏剧与电影所做的分析，是令人信

服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其初始阶段，其趣

味性是不断地向农民文化倾斜的。这一文化

趣味，一方面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与

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接受要求有关；另一方面，

也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的引导、动员有关。

１９４２年以来，“为工农兵服务”首先是“普及”

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但就中

国的具体状况而言，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

数，真正的产业工人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没有

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欣赏趣味，中国士兵多为

农民出身，他们的趣味事实上就是农民的趣

味。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它形成的最初阶

段，就是以农民文化作为基础的。１９４２年以后

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不仅题材是农村的，而

且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结局，都是以农民的

欣赏方式设置的［７］。

其实，毛泽东主席早就对于“工农兵”问题有过

精辟的概括：“农民———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前身，

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农

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着军服

的农民。”“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

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

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

大半成了空话？”［８］

所以，称“十七年”时期的中国为农民中国一点

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恰如其分。作为农民中国最

重要的传播媒介，“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在国家对

农村传播方面的贡献可谓成效卓著。

二、“移风易俗”与乡土社会的变迁

　　孔子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①

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

从。”②这说明教育的重要性。要教化百姓，形成良

好的风尚，关键在教育。而对教化风俗之事，要靠

榜样引导，不能仅仅靠强力推进。新中国“十七年”

所推行的移风易俗在本质上是一种教化人心的活

动，更多的是发生在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用教育

的方式显然要比强制的方式收到更好的效果。“十

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的乡村文化政治实践即是如

此。不管在婚姻问题上，还是在解决依附于土地的

各种关系问题上，榜样的力量都不容小觑，而如何

发挥榜样的作用，电影作为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大众

传媒就大有用武之地。我们试以电影中的婚姻及

人际关系的变革为例略作分析。

（一）宣传新婚姻法，破除旧婚俗

新中国成立伊始，把学习和遵守新婚姻法，看

做是一场艰巨的斗争。“移风易俗”，就是要大力

鞭挞旧习俗，高歌新社会新风尚。如电影《儿女亲

事》（１９５０年）、《赵小兰》（１９５３年）、《小二黑结

婚》（１９６４年），以及《两家春》（１９５１年）、《一场风

波》（１９５４年）、《刘巧儿》（１９５６年）、《李二嫂改

嫁》（１９５７年）等，主要是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反映

人民政府在婚姻改革方面的努力。但是，影片要

想深入人心，不得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采用老百姓熟悉的

乡村故事。

正如梁斌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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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

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

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云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

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的内容。”［９］作家如此，电影

导演欲使自己的电影好看，自然也不能生硬地讲大

道理，而把意识形态和宣传味儿融入时尚元素里

头———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电影《儿女亲事》讲述的是新婚姻法战胜旧习

俗的故事：在一个土改后的农村东枣庄，青年男女

王贵春与李秀兰正处在热恋中。但村里一些人对

王贵春和李秀兰的自由恋爱看不惯，认为这样的新

鲜事“伤风败俗”。秀兰爹李老川是一个旧脑筋的

人，他反对女儿自由恋爱，硬要自作主张将女儿许

配给西枣庄赵老蛮的侄子赵大奎。尽管后来在女

儿的坚决反对下，李老川不再坚持包办婚姻，但是

仍然反对秀兰和贵春的自由婚姻。直到有一天，割

麦子的时候，恰逢要下大雨，女儿女婿跑来帮助缺

少人手的单干户李老川抢收麦子，事实教育了李老

川，父女终于言归于好。

与《儿女亲事》一样，“十七年”期间宣传新婚姻

法的作品有很多，但真正引起轰动效应的应属电影

《小二黑结婚》。影片既是对旧婚姻制度的抨击，也

是对自由恋爱婚姻的歌颂，同时对旧社会农民的风

俗与信仰做了善意的讽刺。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结婚自由、男女

平等”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婚姻变革口号，而且是革

命的象征。电影《小二黑结婚》是这样，更早由小说

《小二黑结婚》改编而成的评剧电影《刘巧儿》也是

如此。它唱出了人们对新婚姻的向往，其经典台词

“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甚至成了当时广大妇

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

在“移风易俗”方面，我们同样不能不提到影片

《一场风波》《李二嫂改嫁》对寡妇再婚的支持，它对

传统婚姻禁忌的打破也许更具有革命性。

在《一场风波》中，杨永德和杨永成是传统势力

的代表，他们阻止寡妇立福嫂和单身汉曾良臣结

合，却想把立福嫂的女儿春梅嫁给曾良臣，结果立

福嫂被逼得差点上吊自杀。影片最后，在党和群众

的联合斗争下，旧势力终于被打倒，而且杨永成也

受到深刻教育，从思想源头上祛除了封建的那一套

婚嫁思想。可以说，立福嫂的胜利就是对传统婚姻

陋俗的有力打击。

同样，根据山东吕剧改编的电影《李二嫂改

嫁》，讲述的是心地善良的寡妇李二嫂，和经常帮助

自己的劳动能手张小六产生了感情，却遭到恶婆婆

的百般阻挠。最终，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内心的怯

弱，李二嫂在斗争中和小六终成眷属。在影片中，

中国几千年“三从四德”的旧婚俗被革除了，新婚姻

制度赢得了胜利。

（二）土改———摧毁旧社会关系赖

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如果说对新婚姻法的宣传拉开了“十七年”“移

风易俗”的大幕，那么反映土改的影片向观众呈现

的是———农村旧社会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是如何被彻底摧毁的。

《槐树庄》（１９６２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小村庄

的政治风云变幻，描绘了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到人

民公社成立这一沧桑巨变，多层次地展示了那段特

殊历史时期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

风貌。影片开头把故事背景放在１９４７年，这正是解

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农村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展开

的时候，槐树庄正反两派力量粉墨登场了：一边是

以共产党员郭大娘为代表的贫农团，被塑造成党的

正确路线的代表；另一边是地主崔老昆和他的儿

子，他们被当做了反派代表。

对于《槐树庄》［１０］这样一部电影来说，我们不

必斤斤计较于其政治化的表达、概念化的说教，而

应该看到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无论从国家传播

还是乡村传播的角度来说，都具有典型意义。

黄宗智还以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为例进一步谈到当时的文艺描写：“故事围绕着南

水屯村（河北涿鹿县）的地主和‘恶霸’钱文贵而逐

次展开。但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按照土地改

革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导致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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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

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１１］

可见，土改不仅是土地隶属关系的改革，更是

人际关系的一种根本变革。换句话说：以意识形态

为标准而不是以土地财产为标准来划分农村的阶

级，这不是个别现象。当时的文学、电影等艺术作

品为我们呈现了土改斗争的复杂性。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１２］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

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所谓“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旧的土地关系变了，社会关系自然也要

发生变化。

土地改革、集体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旧风俗所赖以存在

的经济基础一旦被破坏，其整个大厦的命运也只能

是墙倒屋塌、土崩瓦解了。

（三）破除迷信，构建新社会关系

除了宗教信仰以外，中国民间的俗神信仰也拥

有很强大的力量，后者通常被视为封建迷信。这其

中就包括自然神崇拜、职业神崇拜和人神崇拜三

种。如王母娘娘的崇拜就是中国人对天神的崇拜。

王母娘娘又称西王母、瑶池金母。民间的祀奉又多

受西王母传说的影响。在电影《天仙配》（１９５５

年）、《牛郎织女》（１９６３年）中，王母都是天上一个

至高无上的神，甚至成了封建统治者的一个象征。

“十七年”农村题材影片《神鬼不灵》（１９５０年）

是一部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试验性电影。影片描

写农村尽管还很穷，但村头的小庙总比村民的房子

还好。村庄虽然风景优美、田园秀丽，但人们不相

信科学，时常到庙里求神拜佛吃香灰，这在解放初

期的农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农民康有的媳妇生

了孩子，因为是旧法接生，得了产后风，孩子也生了

病。康有去请巫神，结果大人的病越来越重，孩子

也被巫神折磨死了。村干部为了教育群众和改造

巫神，演出了一场“假病试神”的好戏，搞得巫神狼

狈不堪，现了原形。最后还是医生治好了康有妻子

的病。这部影片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农民对神

鬼的迷信，同时对农村神汉跳大神、巫婆看病的民

间陋习进行了全程的演绎和展示，使我们今天还能

够对当时的神鬼崇拜现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从

新思想的传播来看，破除迷信，对于农村的旧势力、

旧思想是一个沉重打击。不破不立，旧的破了，新

的才能立得住。

当然，破除迷信走过了头，也容易导致对民间

信仰的普遍打击。如电影《鲁班的传说》（１９５８年）

依据传说故事，选取“修桥”“建庙”“造角楼”３个素

材进行加工创造，塑造了心地善良、才智过人而又

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木匠之祖”鲁班的形象。这

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关系，《鲁班的传

说》“通过把民间传说中已经被‘神化’的鲁班彻底

地‘人化’，……使‘鲁班的传说’变成‘对鲁班的传

说的解说’，否定了神话、传说片本身的特点和功

能。”［１３］这也多少令人感到遗憾。

可见，破除迷信，不等于破除一切宗教、信仰、

习俗。生活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个文化概念，

要了解一个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的文化，往往是从认

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开始。

在“十七年”早期作品中，基本上还能做到对习

俗的遵守。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式的法律

等制度规范无关，而是源于人格化的深度信任以及

对违反这种信任的惩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说电影《白毛女》（１９５０年）中对黄世仁的严惩，既

是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也是乡村伦理、乡村公平正

义的一种体现。同时，它还奠定了国家在农村传播

中的新价值观———革命价值观。

实际上，不仅《白毛女》注重民间习俗的表

现———它既让我们看到了杨家、王家与赵大叔这样

密切的村民关系，又让我们目睹了黄世仁与杨白劳

父女之间的尖锐矛盾；同样，在电影《红旗谱》（１９６０

年）中我们既看到朱老忠、严志和这种农民的世交

友情，也对冯兰池父子与朱老忠父子的世代深仇印

象深刻。这里面除了阶级之间的对立，社会文化习

俗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婚嫁丧葬、血缘邻里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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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习俗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着村民的社会关系

网络，正是靠了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王大春和喜儿

才能逃出黄世仁的魔爪；而朱老忠他们才能在与冯

兰池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正如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揭示的，中国农村社

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根根私人

联系所构成的网络”［１３］，血缘、亲缘、地缘便是中国

传统农村的社会网络结构赖以形成的基础。由此

在生产活动和生活事件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贯穿于

人们日常生活的始终，并伴随活动往来的频繁而得

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成为村落生活中人们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由此我们也能充分认识到，在农

村，社会关系已经成为仅次于土地（形而下）的另外

一种重要资源（形而上的）。不对此进行变革就谈

不上新社会、新中国。因此，“移风易俗”对于新中

国来说更像是一种过渡性政策，而非根本性的变革。

农村合作社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影片反复强

调的内容之一，片中经常告诫人们集体的重要，单

干没有好结果。而片面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自然

成为了合作社时期的边缘人，如电影《花好月圆》

（１９５８年）中的范登高、“糊涂涂”“常有理”“铁算

盘”等，都属于这一类。从爱情关系也可以看出

“十七年”所倡导的新型人际关系，如影片《妈妈要

我出嫁》中玉春不爱单干的九喜却爱上合作社的

明华，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在集体中的人是不

可能和集体中的人建立和谐爱情的。到了《槐树

庄》，走集体道路的郭大娘要坚决和自己的干儿

子———落后干部崔治国划清界限，这说明阶级关

系已经成为农村各种关系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三、“忆苦思甜”与“十七年”农村

题材电影中的乡村政治实践

　　“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

利益溶合进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

认。”［１４］新中国建立后，对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和传

统的民间宗教等文化象征体系，经由“移风易俗”变

成彻底的摧毁。这就导致杜赞奇所说的晚清以来

所建立的“权力文化网络”不复存在。那么，新中国

在彻底摧毁旧的农村文化体系的同时，又是怎样把

新的权力网络建构起来呢？我们试结合“十七年”

农村题材电影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一）“翻身”“忆苦思甜”与国家

认同

以电影《白毛女》为例，作为新中国最早诞生的

故事片之一，它所讲述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

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不仅生动诠释了“翻身”与

“解放”等时代关键词，而且深刻引导了“工农兵电

影”范式的确立，为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电影赢得了

最高观众纪录并蜚声于国际影坛，被认为“在中

国———红色的东方也存在着电影艺术的唯一确

证”［１５］。与《白毛女》一样，通过“翻身”“诉苦”和

“忆苦思甜”来建构国家认同，取得巨大成功的影片

还有很多，如《红旗谱》（１９６０年）、《红色娘子军》

（１９６１年）、《暴风骤雨》（１９６１年）、《小二黑结婚》

（１９６４年）等。

“翻身”“解放”是对一种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

形象表述。就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而言，是其存

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改变。“诉苦”不仅是一

种分类（划分阶级）的过程，进而被理解为一种动员

社会的方式，而且“诉苦”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的

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土改中的“诉苦”启发了

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对新旧两种社会的认知，凸显

出国家作为人民大救星的形象，这一积极国家形象

的获知是以“翻身”———改变农民常规性的生活逻

辑为基础的。另外，旧中国作为暴力统治的形象是

通过摧毁传统社会中最具权威、农民最敬畏的人物

及其象征而显示出来。因此，“诉苦”，不仅建立消

极的旧国家形象———把苦的来源归结为万恶的旧

制度，同时建立了积极的新国家形象：农民起来诉

苦、斗争是国家的发动（作为国家代表的工作队是

动员农民的最重要形式）；而农民敢于起来诉苦、斗

争，是因为有国家撑腰［６］。

黑白故事片《暴风骤雨》是根据作家周立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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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完整再现了土地革命初期的

农村阶级斗争，也反映了当时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

的农民地位的变化：从被压迫到被发动再到当家作

主的全过程。在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茂屯仍然

保持着旧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即国家、乡村

政治精英和农民三者所组成的金字塔结构，然而，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

在农村的崛起（影片开头即交代了这一背景），由于

国家的短暂缺位，也由于民间政治精英的盘根错节

和农民大众的分散无序，金字塔结构被打破。在元

茂屯，乡绅或曰“恶霸地主”韩老六实际上是屯内政

治、经济上的领导者，农会也在他的狗腿子张富英

等人的控制之下。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希望通过运

动形式获取农村的领导权，韩老六作为旧体制既得

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也成为土改斗争最大的障碍。

作为外来者———土改工作队与韩老六的斗争

离不开当地农民的支持。萧队长们需要农民的力

量，需要他们站出来，证明原本占有地权的一方是

非正义的，从而为地权转换提供必要的合理性。所

以土改工作队要走街串巷，了解农民过去遭受的不

幸和现存的困难，分析不同人的性格和态度，琢磨

着怎样才能将群众发动起来。

作为最需要土地的人———农民成了新生政权

和地主都要争取的对象。如电影一开始，萧队长就

通过和当地农民的交谈，认识到当地群众“觉悟”不

高———没有主动团结起来反抗地主的意愿。在农

民贸然向韩老六宅子冲去的时候，萧队长也批评没

有控制好局势的另一队员———“时机尚未成

熟”———农民尚未完全抛却顾虑，没有放下长期形

成的对地主的恐惧和依赖，也尚未理解土改工作队

的性质。这里的“时机”和“觉悟”表明：发动农民还

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场运动中作为反方的地主大户（韩老六、

杜善人和唐抓子），需要拉拢农民（乡亲）来延续他

们的统治地位，获取由土地所得的全部利益。为了

这个长远目标，韩老六假意对以往所作所为作出忏

悔，表示愿意将部分利益暂时与雇工分享，必要时

也不惜对游移摇摆中的佃户进行威胁和劝诱。

在电影《暴风骤雨》中，农民最终被动员起来集

体斗倒了地主，很明显，这是一个革命者宣传、发动

革命的必然结果。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这也

充分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的土壤中自

动生成的。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如赵玉林

那样脱胎换骨，从宗族、邻里等旧的社会关系中走

出来，完成革命的任务，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这部电影从“十七年”的电影传播实践来说非

常成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

性作品，它使人认识到：农村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来

之不易的，农民要“翻身”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而且只有“忆苦”之后才能“思甜”，只有革命政

权的牢固，才能给贫苦百姓带来新生。这恰恰是

“忆苦思甜”的关键所在。

（二）超越民间立场与阶级立场的

模糊地带

对于党来说，仅仅“忆苦思甜”是不够的，这种

身体的感觉还要转化为农民内在的需求。为此，

“移风易俗”，特别是通过“忆苦思甜”培育革命意识

形态、转变乡土观念、教化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研究发现，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民俗

不仅是重要的背景，而且是看点所在。在许多影片

中，民俗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主题的镶嵌与革命

话语对传统民俗的置换是并生共存的。

在影片《花好月圆》中，农民马多寿等人考虑问

题都非常实际，他们对集体化的抵触和转变都与自

己的实际利益有关，可以说他们目光短浅、私心太

重，也可以说这正是小农生活的写照。马多寿不愿

入社的原因是怕失去自己的土地，反对开渠的原因

同样是怕失去那块“刀把地”。为了保住土地和自

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他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

最后当他思想转变想入社的时候，并不是对“扩社”

有了根本性的“正确”认识，而是意识到自己追求的

家大财多的梦想在分家后已无法实现，不如过个清

净日子算了。在马多寿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

了与土地紧密关联的农民及其内心世界。在影片

３０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　第１９卷　第３期



所呈现的乡村民间社会中，宗族之间的关系、相互

之间的姻亲关系与阶级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政治

斗争也渗透着伦理情感的因素在里面，而政治观念

不同所带来的生活冲突，并不是用政治的是与非就

能解决的。伦理的、情感的诸多因素仍在制约着他

们的生活。

与《花好月圆》这种把民俗元素、利益纠葛镶嵌

在革命故事之中的做法略有不同，谢晋影片的革命

故事是仪式化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通过

琼花和春花的命运变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秩序的

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影

片是政治性的。在旧的‘权力—服从’关系中，琼花

与春花的身份是童养媳，这一身份设计表明她们在

这一权力关系中的位置是纯粹被动的，而她们与

‘革命’的关系却是自主的、自觉的。但是，这种自

愿的选择却需要诱导，并经过仪式化的过程，使人

物的行为动机从利益的考虑（复仇、独立）转变为价

值和信念的选择。……革命，不仅仅意味着摧毁旧

世界，还意味着建立新秩序，意味着素朴的感情必

须被纳入到一个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之中，这个信

仰体系和意识形态正是新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的牢固基础。”［１６］

如果说在凌子风《红旗谱》与谢晋《红色娘子

军》中，阶级立场压倒了民俗立场，那么在根据山药

蛋派小说改编的一系列影片中则民俗立场并没有

因时代政治的缘故而褪色，反而更为凸显出来。如

《小二黑结婚》《我们村里的年轻人》（１９５９年）等，

把风光、风情、风俗搬上银幕，构成了“十七年”农村

题材电影的重要景观。

不论是民间风情还是革命仪式的描写，我们都

可以看到作者（编导者）对待革命文艺创作的两种

立场———阶级立场与民间立场（或者说民俗立场）

的并行不悖，当然，其中表现出的阶级立场往往要

超越其民间温情———这不能不说是出于时代的需

求，但是这毕竟还为民间立场与阶级立场留下了一

个模糊的中间地带。

当然，模糊终归是暂时的。正如有论者指出

的：“新中国电影史就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说

它是一部革命史，是因为当时的电影创作几乎都是

反映革命斗争的”［１７］，“这些影片的共同点是它们

都努力表现一种进步的革命思想，它们告诉观众社

会是如何前进、发展的，反动阶级及落后势力又是

如何阻挠这种前进和发展的”。“在这些影片中，阶

级斗争是它们共同的主题。”［１７］

影片《白毛女》的背景是解放前的华北农村。

贫苦佃农杨白劳早年丧妻，与喜儿相依为命。邻居

王大婶及其子王大春常给杨家父女多方照顾，两家

融洽和睦。喜儿和大春相处日久，情投意合。不仅

杨、王两家是邻居，片中的坏蛋黄世仁也是农村这

个熟人社会里的人，杨白劳与黄世仁是旧中国那种

典型的租佃关系。这与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中国

基本吻合。但是，由于影片的主题一旦确定为“旧

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原来建立在

乡土关系之上的那种“熟人社会”立刻土崩瓦解。

电影《暴风骤雨》的主题是阶级斗争———斗地

主、分田地，原著书名取自于毛泽东语：“很短的时

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

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

力量都压制不住。”［１８］这部影片，还有随后的《槐树

庄》《夺印》（１９６３年）、《汾水长流》（１９６３年）、《分

水岭》（１９６４年）、《青松岭》（１９６５年）等影片，让我

们看到了乡村的阶级斗争。如果说《槐树庄》表现

的是贫农与地主及其后代的斗争，电影《青松岭》则

更进一步，展现了贫农与富农的阶级斗争，并把矛

头指向了富农。这表明，“十七年”阶级斗争已经在

乡村政治中浮现出来。

四、结语

　　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作为社会动员工具

的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清楚地显示了“移风易俗”

“忆苦思甜”与乡村政治的互动关系。表面来看，似

乎党和政府只是因势利导，而实际上是重要的推

手。在“十七年”电影中，“移风易俗”是以新风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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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旧风俗、建设新的民间社会的努力；“忆苦思甜”

是通过身心的味觉重建来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生政权的合法性；而从民间社会到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新中国乡村复杂的政治生态也说明———仅仅有

美好的愿望还是不够的———“移风易俗”如果忽视

了民俗，甚至以意识形态建构取代民俗，乡村政治

则很容易走极端。如果以阶级斗争描写取代了乡

村传播的最后一处模糊地带，国家传播就变成了一

场独角戏。

可以说，“十七年”乡村政治比较柔性的部分就

在于“移风易俗”，而比较激烈的表现就是阶级斗

争。在这二者之间，“忆苦思甜”就变得很重要，记

住旧社会的“苦”，才能体会到新社会的甜蜜和幸

福。新中国“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很好地为我们

呈现了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宣传技巧和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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